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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极端手段索取债务向来是为制定法所厌恶的，在过去以极端方法催收债务有可能被处以敲诈勒索罪、

非法拘禁罪等罪名，然而上述个罪的入罪门槛都相对较高，经过司法实践校验不足以达到保护债务人的

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在已有罪名的基础上，升格债务性质门槛而降低催收

行为暴力性质门槛的一项罪名。换言之，在刑法的视野中，催收法所不予保护的债务，将不再被予以往

的容忍度。结合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条文定位和法定刑，可以认为该罪是积极刑法观影响下刑法对于可能

受非法债务迫害的“债务人”以更高规格的手段予以保护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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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crime 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s appeared, the criminal law could not protect the deb-
tors in the illegal debts from every single case. At present, collecting the debts which are not pro-
tected by the collection law will no longer be tolerated by the criminal law. The crime 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s is the product of a positive criminal law view, which will give people persecuted by il-
legal debts a higher standard of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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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暴力催债”与“讨债公司”等词汇成为了网络热词，其衍生的事件甚至刑事案件曝光度也

越来越高。2016 年聊城于欢案，于欢的母亲多次打“110”寻求警方保护，但鉴于催债人杜某等并未对

债务人实施殴打、非法监禁等的措施，民警也仅仅只能警告“要账可以，但是不要动手打人。”后就离

开了现场，没有为该恶性事件定性的合法依据。随后于欢在与催债人员的争执中使用水果刀捅刺催债人

杜某，致其死亡。该案定性几年之前基本就盖棺定论，5 年的有期徒刑使于欢在“防卫过当”1的范围内

承担了合理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2。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原规定的是寻衅滋事罪，是以社会秩序为保护对象的罪名，在此处加入催收非

法债务罪这一旨在保护“债务人”的罪名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必须予以肯定的是，非法催收债

务罪的出现也确实为受到高利贷压迫的所谓“债务人”提供了基础的权利保障。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探究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的立法目的以及将其放在分则第六章紧跟寻衅滋事罪设立的定位原理，即为什

么设立催收非法债务罪，以及为什么将催收非法债务罪放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

的位置。 
在论证催收非法债务罪放在分则第六章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的合理性之前，必须解剖一下该罪自身。

刑法评价的过程即是评价主体为达成某些目的以刑法为依据对评价对象加以刑法意义上的评价的流程。

在讨论具体条文时，条文的适用一般而言是符合刑法适用的普遍性，亦即尊重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的，

那么在笔者看来值得讨论的内容有二：第一，主体的目的；第二，评价的内容。最后笔者待于通过对比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的运作逻辑分析为什么将催收非法债务罪列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 

2.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评价目的 

评价主体的目的，从效能的角度上来看，所谓“效果”既可以是保护其所想保护的对象，也可以是

抑制其所厌恶的对象[1]。 
从保护对象的角度来说：刑法学界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只肯定该罪保护人身权利的价值，即

人身权利是该法条所保护的唯一法益；第二种是认为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和人身权利都是该法条所保护

的对象；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社会、经济秩序都可以成为二百九十三条之一所保

护的“法益”。 
张明楷教授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不是公共秩序与民间借贷秩序，也不是公民的财产权利，

而只是公民的人身权利[2]。并由此得出“将二百九十三条之一催收非法债务罪放在刑法分则第六章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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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罪名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 
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刑终字第 151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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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立法失误”的结论；赵天琦教授则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对象主要是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人身

法益属于附随保护法益，财产法益则不属于本罪的保护法益[3]。其论述逻辑是通过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定

位在刑法分则第六章这一现象本身去论证“为什么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是本罪的保护对象。 
实际上无论学者持有以上哪种观点，“债务人的人身权利”都是该条文明所明确保护的对象。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说，抑制实在法所“厌恶”的对象也是催收非法债务罪设立的目的之一。刑法第

二百九十三条之一所规定的“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无论与《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债

务”在集合的角度上属于何种关系，毫无疑问是这些“非法债务”是为立法者所“厌恶”的。 
赖早兴、王家伦教授提出“非法债务”很有可能伴随着黑社会、暴力、财产类等“上下游”犯罪[4]。

笔者翻阅了截止 2022 年 5 月在裁判文书网上能够检索到的 50 余篇案例，其中绝大部分催收非法债务的案

例“催收方”所涉及的人数都为两人或以上，由此可见催收非法债务有向“团体化”甚至“专业化”的方

向发展的趋势。考虑到非法债务确实难以通过契约、仲裁、诉讼等的合法方式实现，那么促使债务实现的

约束力在笔者看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债务方对于债权债务关系本身的认可，亦即“契约精神”，

例如因赌博输钱而写下“欠条”设立的“赌债”，可能被当事人忠诚地执行而为法律所容忍；另一方面则

来源于债权人的强力，强力的形式虽然不能天然地解释权利的合法性，但是却可以达到暂时性的压迫与服

从的关系[5]。实际上暂时的压迫与服从关系已经足够使得债务人或者与债务人关系亲密的人员出于对暴力

的恐惧而交出财物。由此可见，非法债务本身存在的问题除催收本身以外尚且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一书中提出，“将什么作为禁止对象，是由以什么为目的而禁止来决定的...

刑法目的的第二个层次是刑法分则个章所规定的目的……”[6]在催收非法债务罪出现以后，对于非法债

务的索取行为的入罪门槛降低，“债务人”获得了更为全面的保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债权人”

通过上述第二种途径实现债权的可能性降低了，抑或能够采取的手段进一步受到限制。进一步量化收益

得出的结论就是“债权人”在非法债权债务关系中的“预期”降低了，从而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抑制非

法债务的目的。张明楷教授虽然不承认刑法条文所间接保护的法益被具象在定在法之中[2]3，但是从刑事

政策的角度出发例如法律通过“禁止以赌博为业、禁止开设赌场”抑制赌博行为；通过“禁止走私、贩

卖、运输毒品”抑制吸毒行为的立法动向是客观存在的，此处笔者亦认为“该罪的设立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非法债务的产生。 

3.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评价内容 

对比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其他因催收债务而造成犯罪的情形，例如绑架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抢

劫罪等，从微观个案的角度来看，涉及罪数形态的问题，催收非法债务罪正式生效至今有接近两年的时

间，两年间刑法学者对于该罪的罪数形态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饱满的状态。 
从法适用的角度说，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评价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债务是否属于非法债务；第二，

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到三项所列举的行为范围之内；第三，情节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

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决定了行为是否足以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定罪)；第三点决定为行为人科以怎样的刑

罚是合适的。在从微观个案角度讨论罪数形态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将以上三点相结合与其他条文作对比

得出答案，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分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立法定位的话，那么分开来看以上的三点就是成立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犯罪总要引起某种变化，事务便在这种变化中获得实存，但是这

种实存是它本身的对立物，因而在本身中乃是虚无的。其虚无性在于作为法的法被扬弃了，但是作为绝

 

 

3张明楷教授认为如果将法所间接保护的对象肯定为法所保护的法益，将会出现类型化上的错误。例如故意杀人罪通过保护人身权

利，间接地也维护了社会秩序，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故意杀人罪纳入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去，得出的结

论是不能肯定社会秩序是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所直接保护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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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东西的法是不可能被扬弃的，所以实施犯罪行为本身是虚无的，而这种虚无性便是犯罪所起作用的

本质[7]。此处法条本身可以被认为是公共意志的集合的存在，当然这种存在也是随时间随需要不断发展

的[7]，以它为标准做出的判断结果在法层面上亦是无涉于道德评价的，因为一般而言我们认为相较于道

德，法，尤其是刑法的评价往往会给予行为以更高的“容忍度”。由此可见以上的催收行为在过去并非

是刑法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如今不能容忍了，从容忍度的角度来说“能容忍”和“不能容忍”是相互对

立的关系，“不能容忍”也有一定的程度之分，在这里笔者想要从行为尺度和刑罚两个角度分析刑法对

于“催收非法债务”的容忍程度如何。 

3.1. 从行为尺度的角度  

催收非法债务罪规定了三种情形，分别是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

宅的；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其中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对应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中描述

的以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法抢劫的手段；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入侵他人住宅的分别对应刑法第二百

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中描述的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手段以及刑法第二百

四十五条非法入侵住宅罪中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当然正如前文所说，罪数形态并非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实际上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其他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的罪名在行为性质上确实存在相似之处。然

而针对以上相似的部分罪名，最高检、公安部是有做出立案标准的，亦即行为人并非一经实施符合构成要

件的行为就能够进入刑法的视野当中，而是行为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纳入刑法评价的范畴当中，2006
年 7月最高检察的司法解释为渎职侵权的非法拘禁规定了包括时间达到 24小时在内的 6种立案标准 4，2018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又针对非法拘禁次数和时间做出了细致规定 5。 

而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第三项恐吓、跟踪、骚扰他人在以往不属于其他犯罪在行为上的构成要件要素，

过往这类行为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流氓的行为，但是不会上升到刑法的高度予以惩戒。然而自 2021 年

3 月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生效，催收非法债务罪加入刑法典以来已然一年有余，“两高”或者公安部并

没有针对催收非法债务罪制定所谓立案标准上的“高标准”，得出的结论是行为人催收非法债务时，其

行为入罪所需要具备的“度”相较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中所规定的行为标准更低，更低的标准意

味着更为广泛的管辖面，是符合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的整体形象的。随着司法案例的

不断增加，后续“两高”和公安部有可能会针对催收非法债务罪设立“立案标准”，毕竟在二百九十三

条之一中出现了“情节严重”的语词，从历史上来看，针对“情节严重”进行解释的情形并不少见。在

笔者看来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的第三项描述的恐吓、跟踪和骚扰手段，亦尚且存在一个尺度问题需

要解决，即到底什么样的恐吓跟踪或者骚扰行为能够进入刑法评价的视野范围之内，但是无论“两高”

和公安部如何规定立案标准，“情节严重”又如何定义，其制定的立案标准必然不会比上述同类行为性

质的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的立案标准更为严苛，而是秉持刑法类型化的原理将催收非法债

务罪中描述的催讨行为与上述行为加以“分层”，至于类型化后的法适用问题，到底是使用法拟制，抑

或者引总则条文对个案处以数罪并罚，非本文所待探讨之对象。 

3.2. 从刑罚的角度 

讨论刑罚，主要是看刑罚的质与量，即采用何种刑罚、刑罚的残酷程度如何。先说结论，无论是从

刑罚的质的角度，或者从刑罚的量的角度，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刑罚都明显低于前文所述刑法分则第四章、

第五章中所规定的罪名，是一个“轻罪”。 

 

 

42006 年最高检《关于渎职侵权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52018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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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讨论刑罚的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的刑罚的处罚方法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从刑罚种类来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属于自由刑的范畴，

罚金属于财产刑的范畴。然后从刑罚的处罚方法的角度说，该罪刑罚的适用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自由刑+
罚金刑；第二种是单处罚金刑。从刑罚种类对比前述罪名 6，以故意伤害罪、抢劫罪与非法拘禁罪为例，这

三类罪的刑罚种类均涉及死刑与无期徒刑 7 这些处罚极为严厉的刑罚方法；然后对比刑罚的适用方法，催

收非法债务罪可以单处罚金刑而不处以自由刑，而上述的其他罪名均不存在单处罚金刑的情形，其自由刑

往往伴随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较为严厉的附加刑。由此可见，从刑罚的质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从刑罚的种类

或者从刑罚的适用方法，催收非法债务罪都明显轻于分则第四、第五章中所规定的人身、财产类犯罪。 
从刑罚的量的角度出发，结合笔者前述对于行为尺度的论述，从刑法法理的角度说，原则上危害程

度越大的行为对应更加严厉的刑罚处罚方法[6]，而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行为相对而言严重程度并没有那么

高，因而对应的刑罚的量就是从单处罚金刑到三年以下有有期徒刑不等，这个尺度也确实符合处理小型

案件的刑罚量，如果将死刑看作较于无期徒刑而言更为严厉的刑罚 8，那么前述入罪规格更高的罪在刑罚

上毫无疑问也是远比催收非法债务罪来得更加严厉。而最高刑罚量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催收非法债务

罪从刑罚的量的角度上也符合轻罪的特征。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刑罚的质的角度出发抑或从刑罚量的角度出发，催收非法债务罪都能算得上是一个

轻罪，结合笔者前述的评价对象，完全可以将催收非法债务罪理解成一个在特定情形下为扩大刑法保护范围

而设立的一个轻罪，将这样的罪放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是符合该节的类型化特征的。 

4. 催收非法债务罪紧跟寻衅滋事罪的合理性分析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将催收非法债务罪紧跟寻衅滋事罪列为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的内容，笔者想从

条文稳定性、法适用和类型化关系三个角度加以阐述。 

4.1. 法条文的稳定性 

从刑法条文的稳定性角度出发，能够解释催收非法债务罪以某条之一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单独列出

条文的原因。理由是简单的，因为如果刑法分则现有的条文体系中插入全新的一条，会导致该条以后的

条文在“条”这个维度上向后移动，而这样的移动可能造成对既有条文体系的紊乱，加设我们要在刑法

分则第二章中加入随机一个罪，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加一个单独条文，势必造成其他条文不可避免

的后移，届时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就不再代表故意杀人罪，二百六十三条也不再代表抢劫罪，牵一发而

动全身，破坏了刑法典的稳定性。实际上关于刑法条文的稳定性原理，刑法学界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结

论固定了，之所以笔者仍然单独阐明，是为强调“‘催收非法债务罪’在哪一个条文之后列入‘之一’

的条文最合适”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既然不可能将催收非法债务罪单独列出一个条文，那么它就必须

跟随一个条文，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法适用的角度出发抑或从类型化的角度出发，催收非法债务罪

紧跟寻衅滋事罪出现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都是合理的。 

4.2. 法适用方法 

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都属于刑法应当评价的对象。刑法二百九十三条在刑法分则中的定位是第六章

 

 

6即本文第一部分中对比过的第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八条、二百六十三条等罪名。 
7二百三十八条涉及死刑是第二款中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的法适用情形。 
8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无期徒刑的严厉程度远高于死刑，因为行为人需要为犯罪行为承担持续终身的痛苦，其正确

与否不在本文探讨之范畴，但笔者更加倾向于认为死刑较于无期徒刑是更为严厉的刑罚。笔者更加坚持的是刑罚与刑罚之间只有

同质才能对比，考虑到本文需要，即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没有死刑的适用情形，而无期徒刑已经可以被理解成最为严厉的自

由刑，方才将死刑的严厉程度与无期徒刑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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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也就是说，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对象应当是社会秩序。如果我们逐条列举寻衅滋

事罪的几个具体行为，不难发现在寻衅滋事罪的视野中，“行为性质”的重要程度可能大于“危害结果”，

也就是说，比起行为恶劣到何种程度，寻衅滋事罪更关心行为人是否造成了构成要件规划中的动静。 
如第一项，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依据 2017 年 4 月 27 日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

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第八条，有以下几种情形会立案并且予以追诉：致 1 人

以上轻伤或者 2 人以上轻微伤的；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持凶器

随意殴打他人的；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的；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对比故意伤害罪的

相关入罪标准不难发现，第一种情形实际上就是对故意伤害罪的追诉条件的“降格情形”，其他情况是殴

打他人的行为确实出现，但是没有进入故意伤害罪的追诉范围，此时刑法所关注的即是“殴打他人”这个

行为，可以说刑法认为在以上的条件中“殴打他人”是十分恶劣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值得刑罚处罚。 
再如第三项，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亦有规定：强拿硬要公私财务价值 1000 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

私财物价值 2000 元以上的；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强拿硬要

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的；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其他情节严重的

情形。对比抢劫罪、侵占罪、盗窃罪等入罪标准，第一条的逻辑明显与前述寻衅滋事罪第一款，是其他财产

类犯罪金额以下但刑法认为值得予以处罚的行为；而后续第 2 条到第 6 条是硬拿强要、任意损毁占用的行为

确实出现，但是没有进入其他侵害财产罪的追诉范围，此时刑法所关注的即是“侵害财产权益”这个行为，

可以说刑法认为在以上的条件中“侵害财产权益”是十分恶劣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值得刑罚处罚。 
由此可见，从法适用的角度来说，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一脉相承的特点就是它们都通过细

化刑法分则第四、第五章中的一些行为，通过扩大刑法对于行为的处罚范围来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在

法适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3. 类型化定位 

轻罪立法一定是有相当的一般预防的目的，从这个逻辑去理解二百九十三条之一“催收非法债务罪”，

想必不难理解立法者在其中的良苦用心。类比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笔者愿意相信二百

九十三条之一所规定的三种情形，是立法者为保护“债务人”所划的红线——催收非法债务，如果有以

下的行为，那么哪怕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刑法仍然将这些行为纳入自己调整的范围内。从二百九十一

条的三款具体情形来看，每一款情形都有其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重罪”。而两

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些“重罪”，无论是故意伤害或者非法拘禁、绑架等，在不考虑犯罪完成形态的

情况下，刑法的视线始终是聚焦在“危害结果”上，而在该罪中，“公共秩序”在此处的体现是相当抽

象的，所以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的视野，在笔者的理解中，应当是与二百九十三条一脉相承，聚焦于三个

项中的具体行为，为所谓“催债者”划红线，做警告，也以刑法的手段保护由于各种原因陷入非法债务、

高利贷的“债务人”的权利与尊严。 
如果我们将刑法的任务概括为保护法益，细化其机能为“行为规制机能”、“法益保护机能”与“人

权保障机能”[6]，那么更加严重的罪从类型化的角度来说更多地起到限制行为人的人身自由从而达到法

益保护的特殊预防职责 9；对于寻衅滋事罪、催收非法债务罪等的轻罪而言，行为人会在更为短暂的处罚

 

 

9当然严厉的刑罚对行为人的威慑造成的一般预防的效果也是需要予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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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以后回归社会，它们表明行为系法律所禁止，命令人们做出不实施犯罪行为祈祷了“行为规制机

能”的主要作用，集合保护非法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务人”亦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重要立法目的。因

而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将催收非法债务罪放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也是相当合理的。 

5. 结语 

立法活动反映出刑事政策，从心理强制说的角度看，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立法定位在相当程度上提升

了非法债务设立和实现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刑事政策；从罪量与刑量的角度来看，

“轻罪轻刑”的设计丰富了刑法打击非法债务衍生犯罪的手段，完善了相关类罪的处理层次，为非法债

权债务中的弱势方，也就是债务人提供了较之以往更为全面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护主义的刑

事政策。 
此外，从立法定位上来看，以轻罪的方式将在侦查上难以展开的上下游犯罪案件先纳入刑事程序，

以便补充后续侦查的手段完全符合催收非法债务罪落款于刑法分则第六章的立意。同时笔者期待催收非

法债务罪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其抑制非法债权债务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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